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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已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细分为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3种典型症状，采用2013年全国204个

地级市横截面数据，根据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口空间分布指标，首先运用OLS回归探讨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

滞后、产业转型、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对大城市病的影响；其次，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

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

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交

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增加、行政权力

的集中均有助于吸引和调动资源；此外，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化，均显著不利于消除

环境污染，并且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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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过程。

恩格斯认为，城市化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

带来的人口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越

大，吸引力越大[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工

业和服务业部门蓬勃发展，加之制度环境相对放

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不断释放并向二、三产业

转移。目前，中国城镇人口正以每年2000万左右的

速度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城镇常

住人口比重首次突破 50%，2015 年城镇化率已达

56.10%，与 2014 年相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但伴

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资源短缺、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也开始初见端倪。

以首都北京最为典型也最为人诟病，中心城区交通

拥堵、通勤时间长、房价飞涨、基本公共服务供不应

求，这些问题暂且按下不表。仅环境污染一项已经

严重威胁到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活秩序，“雾霾一体

化”可谓是引领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奥运蓝”

“APEC 蓝”也成了首都人民无奈之下的调侃。无

疑，大城市病一方面会造成城市生产效率的损失[2]，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专门提出要“加

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有效预防和治理大城市

病”；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指出要“预防

和治理大城市病”。可见，无论是从研究人员还是

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把握大城市病的发展现

状、明确大城市病的产生机理，都是“对症下药”探

讨大城市病治理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城市病在部分地区愈演

愈烈？现有文献关于大城市病病因的探讨可以总

结为 4种主要观点：“规模过大说”“空间失衡说”、

“建设滞后说”“产业转型说”[3]。具体而言，首先，不

少研究将城市病看作是人口问题，即城市容纳过多

人口所致，例如石忆邵[4]的研究认为：城市病通常是

因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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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总称，它是因城市规模过大而引发的不经济现

象。其次，近年来开始有学者注意到城市内部人口

布局的不均衡性，如熊柴等[5]旗帜鲜明地指出，特大

和超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资源约束、交通拥堵、环

境污染等问题，其根源并非城市人口规模过大，而

在于中心城区人口过密以及职住分离现象严重。

再次，周加来[6]、董国良[7]等则认为由于中国城市化

速度快且规模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人

口增长速度，城市规划和管理赶不上城市建设的要

求，才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最后，闫彦

明[8]指出城市病的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联系，

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往往是城市病集中爆发时期。

除上述 4种归因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关注点聚焦

于体制性弊端方面，具体包括官员选拔考核机制、

财税体制、土地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等，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有林家彬[9]的研究。

尽管国内针对城市病的相关理论研究颇为丰

富，但在量化测度和实证经验方面积累的成果相对

较少，已有研究大多围绕量化大城市病的指标体系

构建展开。具体来说，林家彬等[10]最早在其研究中

根据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住房困难4类

城市病提出了指标构建框架和权重分配方案，为后

续研究打下了基础。李天健[11]首次构建了相对完

整的城市病指标评价体系，通过确定标志值将城市

病问题以量化形式表现出来，并选取中国 9个主要

城市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认为北京市的

城市病综合情况最为严重，但各个城市的城市病特

征不尽相同，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治理大城市

病。其后，石忆邵[4]采用类似的方法设计指标体系，

对比分析了北京、上海、广州 3 地的各类城市病问

题，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首次将“中心城核心区常

住人口密度”纳入指标框架中，探讨了城市内部人

口空间分布特征对大城市病的作用。

然而，现有的大城市病测度研究中，研究对象

基本限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范围

内。任成好等[12-13]在其研究中即提出了这一问题，

认为当前国内在城市病的量化测度方面缺乏一套

具备普适性的指标体系，这一初衷值得肯定，但是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 288个地级市是否都面临

膨胀病威胁？事实并非如此。目前，西部地区仍存

在大量欠发达城市，东北地区部分重工业城市面临

发展困境。更有研究认为在中西部地区部分人口

密度低的城市，存在基础设施过度供给的问题[14]。

张可云[15]指出，膨胀病是指经济密度过大导致的聚

集规模不经济，通常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核心城市的

中心地区，因而并非所有城市都存在膨胀问题。针

对这一点，胡小武[16]提出了“小城市病”的概念，认为

不同于大城市，中国的1800多个小城镇可能面临着

资源枯竭、人口流失、产业衰退、就业艰难等小城市

发展陷阱。因此，以膨胀病的测度标准评价不同类

型的城市问题，以一套具备“普适性”的指标体系评

价并非普遍存在的现象，明显不妥当。基于此，在

开展后续研究的过程中，事先去除规模不足、发展

水平较低的城市样本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国内目前关于大城市病问题的研究

普遍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城市病的量化测度和实

证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病的形成机理仍不清

晰[17]。此外，现有研究多将关注点集中于中国少数

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但根据 2014年出

台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中关于城市级别的划分标准，目前中国大城市数量

已达131个①，而且在不少非一线城市也出现了大城

市病的典型症状。因此拓宽研究视野至全国范围

内的大城市更有助于揭示城市病现象背后的产生

机理和发展规律。本文在任成好等[12-13]测度的城市

病指数基础之上，构建实证分析框架，采用经过筛选

后(见1.3小节)的全国204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

首先整体探讨现有研究中涉及的潜在影响因素如何

作用于大城市病；其次，运用Hansen[18-19]提出的门槛

回归模型，通过数据本身的内生划分机制，判断不同

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作用方

向、大小和显著性是否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20]。最

后，本文应用全球夜间灯光影像数据，结合地级市行

政区界计算城市内部人口空间分布集中度，从而直

观地反映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程度并探讨其对大城市

病的影响，以期为大城市病的治理提供对策建议。

1 模型、指标和数据

1.1 模型设定

考虑到现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的出现归因于城市

①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

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

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本文按照2013年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标准计算大城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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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空间结构、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和体制弊病 5

个层面，本文分别选择相对应的指标纳入基础计量

模型框架中。对于较难衡量的体制因素，文章用代

表行政层级的虚拟变量表示。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Di = α + β1sizei + β2struci + β3 scndi + β4thrdi +

β5roadi + β6busi + β7leveli + εi

(1)

式中：Di表示城市病指数；size 指城市规模；struc 代

表人口分布的空间结构；scnd 和 thrd 指代产业结

构，分别代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road、bus用于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分别对

应市辖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台数；level为行政层级虚拟变量；i表示第 i个城市；

α为常数；β1~β7为自变量回归系数；ε是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引入Hansen[17-18]提出的门槛回归模

型，进一步考察主要影响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

存在非线性关系。单门槛模型可设定为如下形式：

Di = α + β '
1Zi × I(qi ≤λ) + β '

2Zi × I(qi > λ) + γ' Xi + εi (2)

式中：Zi 表示受门槛变量所处区间影响的核心解释

变量（可以与门槛变量相同）；qi是门槛变量；λ为门

槛参数；I(·)表示指标函数；γ' 表示解释变量回归系

数向量；Xi代表上文中除门槛变量外的其余解释变

量向量组。在估计面板门槛模型系数时，门槛变量

值并非外生给定，而是在估计过程中内生识别。直

接对式(2)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即可得到残

差平方和 S1(λ) = ȇ '
i(λ)ȇi(λ) ( ȇi 表示残差)，Hansen[18]认

为，门槛变量的估计值即为模型残差平方和 S1(λ) 的

最小值：

λ̑ = arg min[S1(λ)] (3)

得到门槛变量估计值 λ̑后，需要进行 2个方面

假设检验，首先检验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H0：

β1 = β2 。若H0成立，则表示不存在门槛效应；反之，

则表示门槛值统计显著。令 S0为H0成立时对应的

残差平方和，S1(λ̑) 为存在门槛效应条件下的残差平

方和，则统计量 F =[S0 - S1(λ̑)]/σ̑
2 ，σ̑2 为对扰动项方

差的一致估计。进一步地，采用自助法(Bootstrap)

获得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并计算基于似然比检验

的P值。其次，确定门槛值的置信区间，通过构建

似然比 LR 统计量检验原假设 H0：λ = λ1 ，其中

LR1(λ) =[S1(λ)- S1(λ̑)]/σ̑
2 。假设显著性水平为α，当

统计量 LR1(λ)≤-2 ln (1 - α ) 时，无法拒绝原假设。

若存在 2个或 2个以上门槛，可将式(2)拓展为

存在多个门槛值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Di = αi + β '
1Zi × I(qi ≤λ1) + β '

2Zi × I(λ1 < qi ≤λ2) +⋯ +

β '
nZi × I(λn - 1 < qi ≤λn) + β '

n + 1Zi × I(qi > λn) + γ' Xi + εi

(4)

当单门槛模型检验中拒绝F1时，则应通过F2统

计量判断第 2个门槛值是否显著，若显著则应重复

上述步骤进行多门槛值检验，直至无法拒绝原假设

为止，从而最终确定门槛值的个数。

1.2 指标选择

指标选择方面，被解释变量大城市病指数来自

任成好等[12-13]的研究成果，他们基于城市拥堵、资源

短缺和环境污染3个层面设置一级指标，下设27个

二级指标，构建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城市病指标评价

体系。但其问题在于将全国288个地级市均视为存

在城市病问题，并计算了每个地级市的城市病指

数，这一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本文在该研究成

果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筛选。

解释变量中，城市规模 size通过城市市辖区年

末总人口(常住人口口径)反映；变量 scnd和 thrd体

现产业结构。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2个指

标为 road、bus。由于市辖区是城市经济活动和人口

聚集的主要功能区域，也是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

域，因此本文主要以市辖区作为分析对象。虚拟变

量 level根据城市行政层级确定取值，直辖市、省会

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取值为1，其余城市

取值为0。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考察人口分布空间结

构的变量 struc的指标选择问题。早期学者通常采

用人口或就业密度反映城市集聚情况[21]，但该指标

很难准确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不

过，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已有诸多学者通

过利用夜间灯光影像数据作为人类活动的代理变

量来研究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等问题 [22- 23]。Mel-

lander等[24]的研究证明，夜间灯光数据较适合作为

人口或建成区密集程度的代理指标。本文选用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稳定灯光

数据计算城市人口集中度，该光源灰度范围在0~63

之间，城市的灯光亮度是其内部所有栅格亮度的总

和。基于此，本文构建城市人口集中度指标concen：

concen =∑
i

Li /LT

Si /ST

(5)

式中：Li表示城市中某一灰度值 i对应的灯光亮度值

总和，LT对应城市灯光亮度加总值；Si表示城市中灰

度值等于 i 的区域范围面积，ST代表城市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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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值指标值介于1~+∞之间，指标值为1表示人

口绝对均匀分布；随着指标得分的增加，空间不均

衡分布程度提高，指标值越高，城市内部人口分布

越集中。但是，考虑到夜间灯光数据的观测时间正

处于通勤高峰期，而上下班高峰时段人口的流动与

集中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夜间灯光数据本

身也可能存在误差。因此，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增加市辖区人口密度 dense指标作为城市

空间结构 struc的另一代理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方面，本文以地级市数据为基础进行

相关实证分析，首先剔除数据严重缺失和灯光阈

值<6的城市，得到包括 4个直辖市在内的 287个数

据样本。其次，根据城市规模和人均产出 2个标准

确定规模较大、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具体方法

是删去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低于 100 万，且人均

GDP不及全国中位数的城市，最终得到204个地级

市样本用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由于任成好等[12-13]

仅计算了 2013年的大城市病指数，本文以 2013年

为研究年限，采用横截面 OLS 和门槛回归模型考

察不同因素对大城市病指数的影响。文中主要解

释变量 size、dense、struc、scnd、thrd、road、bus 数据

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城市中心区人口集中

度指标 concen 时用到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由 NO-

AA发布②，来自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所

属的各卫星观测到的全球不同地区在 20:30~22:00

的灯光亮度 [25]。该数据报告了全球范围内每个

30″×30″的栅格单元上取值 0~63的灯光强度，按照

年度划分，操作方法严谨，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和客观性。该灯光数据包括平均可见光、稳定灯

光、能观察的无云覆盖次数和平均灯光 4 种类型，

其中，稳定灯光剔除了短暂亮光的影响，且背景噪

音问题也已经过处理，较为适合本文研究[26]。针对

各卫星观测到的结果不完全一致的问题，根据Liu

等[27]的方法进行内部校准、同年度合并处理，以尽

可能降低测量误差。地级市层面的行政边界数据

根据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地级市矢

量地图确定，并采用 ArcGIS 软件裁剪并投影后估

算实际面积。

2 实证结果

2.1 中国大城市病的概况与分布特征

根据任成好等[12-13]计算得到的中国 288个地级

市的城市病指数，可以对中国城市病的整体发病

率、不同发病症状和分布特征等现状建立基本认

知。图1为所有城市的综合城市病指数按照由高到

低的顺序排列，由图可知中国城市中城市病严重程

度极高和极低的情况都较少，综合指数大于 0的城

市约为 50%。但是需要注意，图 1中的城市病综合

指数是由3种典型城市病症状(交通拥堵、资源短缺

和环境污染)指数加总后得出，不少城市中可能只

出现了1种或2种城市病症状，并不同时具备3种典

型症状，因此在计算综合指数过程中正负相抵，最

终得分不高。为了避免上述计算方式构成的干扰，

分别计算 3种城市病症状的发病率：交通拥堵发病

率51.74%；资源短缺发病率50.35%；环境污染发病

率 39.93%。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典型大城市病症状

② 美国NOAA网站提供的数据下载网址为https://www.ngdc.noaa.gov/eog/dmsp/downloadV4composites.html。

图1 中国288个地级市城市病综合指数排序

Fig.1 Comprehensive index ranking of the 288 prefecture-level Chinese cities' urba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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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个数为 43 个，占全部 288 个地级市的

14.93%。也就是说，全国超过85%的城市存在不同

程度的城市问题，应该足以引起政府、民众和学者

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此外，城市病严重程度与城市所在区域之间也

存在密切联系。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十一

五”期间划分的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板块划

分为 8大经济综合区的方式，整理计算不同区域城

市病指数平均值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见，不同区

域面临的城市病问题也不尽相同。南部沿海地区

的拥堵情况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沿海和大西南地

区，再次是长江、黄河中游，以东北和大西北地区程

度最轻，这一结果也与中国“东密西疏”的基本人口

分布情况相吻合。资源短缺方面，大西南地区最为

严重，其次是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不过整体来看

中国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程度尚处于可控范围

内。最后，北部沿海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黄河中

游和东部沿海区次之，环境最好的是南部沿海和长

江中游地区，东北区、大西北、大西南目前也不存在

环境困扰。总体看，中国城市病呈现沿海区较为严

重、内陆地区相对和缓的分布特征。

2.2 不同诱因对大城市病的直接影响

实证部分分为 2个阶段：首先对样本进行OLS

回归，得出基本结论，同时考察主要影响因素与大

城市病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其次采

用门槛效应回归检验门槛值是否存在，以及不同区

值内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变化。考虑到原始

数据量纲不同，而且数量级相差较大，在回归分析

前按照公式 x̑i =[xi -min(x)]/[ max(x)-min(x)] 进行

归一化处理。

表1给出了采用OLS回归得到的结果，考虑到

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Stata中使用稳健标准误

进行大样本检验。其中，第 2~5列对应的被解释变

量分别为城市病综合指数 y、交通拥堵指数 y1、资源

短缺指数y2和环境污染指数y3，y值越大城市病问题

越严重；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变量为 concen。

同理，第6~9列分别对应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但采用

市辖区人口密度 dense衡量空间结构特征。此外，

研究中涉及的解释变量较多，为排除可能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在讨论实证分析结果前检验各自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最大的VIF值不超

过 10，因此，模型设计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1的实证检验结果可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1) 观察表1第2、6列结果可看出，总体上城市

规模、城市人口集中分布程度、产业结构、行政层级

对大城市病的影响较为显著。尽管有学者提出“大

城市化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完善的市场体制

有助于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形成自我调节机制”[28]，

但至少从中国的地级市数据结果来看，“城市容纳的

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病问题越严重”这一点毋庸置

疑。不过有趣的是，当反映城市人口集中度的变量

concen与城市规模同时纳入研究框架下时，集中度

的影响更为明显；而相较之下采用市辖区人口密度

衡量空间结构得到的系数估计结果尽管方向一致，

但显著性程度和整体误差平方和都有所下降。

此外，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万人公交车台数2项

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说明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

人均供给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与理论预期不完

全一致的结果出现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行

政层级两项。其中，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并不

会导致大城市病的加重，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型本身

与大城市病现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最

图2 城市病的区域分布

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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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认为行政层级越高的城市面临的各种大城市病

问题越严重的理论缺乏实证证据支持；相反，由于

权力一定程度上集中于高等级城市，资源短缺的问

题在低等级大城市中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2) 表 1 中第 3、7 列给出的是不同因素对城市

拥堵效应的影响。与总体回归结果对比发现，市辖

区人口总量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交通拥堵，但并非最

重要的因素，系数估计值由 0.5 左右下降到了 0.2。

相较之下，第 3 列中城市集中度的影响系数达到

0.476，证实城市人口在小部分区域集聚更容易导致

交通拥堵现象的出现。与整体回归结果类似地，产

业结构升级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缓

解交通拥堵，不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台数对拥堵

效应的负向作用结果显著性不强，可能的解释是过

多的公交车辆也会增加路网系统的负担。因此在

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拓宽道路

面积，提升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设施承载能力，在

此基础上配套完善公交系统。

(3) 资源短缺方面得到的实证结果存在一些差

异，归纳在表1第4、8列中。最为明显的是，城市规

模和集中度的影响降低，而行政层级的系数回归结

果显著，并且估计值的绝对值相比总体模型和拥堵

效应模型大幅提高。这一结果与上文中的推断基

本吻合，说明规模较大、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并不

一定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相反，可能由于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并举，有能

力享受更为丰富的产品市场和更为优越的公共资

源。不过，据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的行政层级体制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分布结构，也有可能进一步

影响到城市之间的人口和要素流动。可见，有学者

认为“集权体制将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向大城市

及大城市中心地区集中”[29]的论断不无道理。

(4) 环境污染方面的实证研究结果和其余模型

差异最大，表 1第 5、9列中给出了具体的参数估计

结果。衡量环境污染效应的主要指标包括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工业“三废”排放量、城市污水集中处

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空气达标率等。可

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和人口密度

的提高，生产、生活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会成

比例增加，这一推测很容易通过参数估计结果证

表1 OLS回归结果

Tab.1 Results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变量

size

concen

dense

scnd

thrd

road

bus

level

_cons

样本量

R2

模型一

y

0.517***

(0.115)

0.492***

(0.103)

-0.359***

(0.121)

-0.293***

(0.126)

-0.106

(0.175)

-0.010

(0.194)

-0.085***

(0.036)

0.658***

(0.105)

204

0.345

y1

0.226***

(0.093)

0.476***

(0.088)

-0.453***

(0.096)

-0.370***

(0.102)

-0.356**

(0.188)

-0.217*

(0.234)

-0.025*

(0.031)

0.812***

(0.081)

204

0.398

y2

0.078

(0.150)

0.090*

(0.098)

-1.070***

(0.156)

-0.960***

(0.164)

-0.138*

(0.157)

-0.018

(0.181)

-0.142***

(0.050)

1.608***

(0.141)

204

0.338

y3

0.535***

(0.163)

0.155*

(0.094)

0.365***

(0.110)

0.346***

(0.113)

0.292***

(0.067)

-0.233***

(0.069)

-0.051*

(0.034)

-0.160**

(0.096)

204

0.311

模型二

y

0.552***

(0.123)

0.249***

(0.116)

-0.143*

(0.109)

-0.086*

(0.124)

-0.205*

(0.172)

-0.075

(0.170)

-0.055*

(0.042)

0.486***

(0.099)

204

0.218

y1

0.251**

(0.129)

0.051

(0.117)

-0.233***

(0.095)

-0.126*

(0.110)

-0.451***

(0.189)

-0.275*

(0.204)

-0.016

(0.034)

0.642***

(0.083)

204

0.228

y2

0.088

(0.148)

0.127*

(0.170)

-1.035***

(0.150)

-0.941***

(0.155)

-0.157*

(0.153)

-0.004

(0.176)

-0.128***

(0.053)

1.578***

(0.136)

204

0.338

y3

0.556***

(0.149)

0.287***

(0.105)

0.420***

(0.098)

0.363***

(0.107)

0.259***

(0.062)

-0.207***

(0.074)

-0.018

(0.035)

-0.211***

(0.089)

204

0.31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无标识说明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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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市辖区人口密度，城

市人口集中度的正向作用反倒不甚显著，说明环境

污染是一个“全市”乃至“全区域”的问题，导致污染

的主要原因是总量的增加而非结构上的集聚。此

外，估计结果中明显有别于其他模型的是产业结构

的部分，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与环境污染程

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0.346~0.420

之间波动。换句话说，尽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不会加剧城市交通拥堵或影响资源分配，但其对城

市生态环境体系的破坏力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个发现在于，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大加

剧了环境污染；而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台数的系数估

计值为负，并且十分显著。对此，合理的解释是道

路面积和公交车辆分别对应私人和公共交通方式，

随着人均道路面积的提高，私家车保有量可能会相

应增加，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尾气污染；而居民多使

用公共交通体系的城市相对较少受环境污染问题

困扰。这一结果的有趣之处在于，城市道路面积的

扩大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另一方面却

可能加剧空气污染，对于城市规划制定者来说可能

构成一个两难的选择。

总体而言，根据表 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首先，表1中第2~5列对应的回归模型拟合程

度普遍较高，系数估计结果显著性也较强，证明该

模型适用于解释城市病问题；其次，通过城市市辖

区人口密度反映空间结构虽然存在不足，但不失为

一个好的替代变量，表现在 2种模型得到的回归系

数符号完全一致，仅在估计值大小和显著性方面存

在差异；最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体现在

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不同层面，相应地

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

2.3 不同诱因对大城市病的非线性影响

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大城市问题致病因素差异较

大，采用加总后的大城市病指数作为被解释量难以

体现这种异质性。因此，在后续的门槛效应模型中，

根据表 1得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交通拥堵、资

源短缺和环境污染3类指数进行回归分析。门槛效

应检验结果归纳在表 2中，其中针对交通拥堵选择

城市规模、集中程度和人均道路面积3个门槛变量；

针对资源短缺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三产业

增加值比重 2个门槛变量；针对环境污染选择城市

规模、集中程度、二产增加值占比、三产增加值占

比、人均道路面积5个门槛变量。在估计门槛值时，

普遍采用的作法是格子搜索法，即将全部样本按照

门槛变量大小排列，选取不同的变量值作为门槛逐一

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计算残差，得到残差平方和最小

值时的对应门槛变量估计值；之后，利用Bootstrap

法模拟LM统计量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19]，本文

中重复次数均为 5000 次。此外，为避免异方差问

题，Hansen的程序中采用怀特修正的标准误进行估

计。限于篇幅，表 2中仅给出了通过门槛效应显著

性检验的变量对应的LM统计量及P值，大部分模

型设定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未能通过双重门槛检

验。为了统一实证研究结果，同时便于进一步分

析，本文对所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采用单一门

槛效应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总结在表3和表4中。

本文首先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影响交通拥堵的

主要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反映在

表3中。对比表3和表1的结果可以发现，根据门槛

变量估计值将模型划分为 2个区制后分别回归，得

到的系数估计值差异较大，因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不

同因素与城市问题之间的关系。表3第2、3列分别

给出了达到城市规模门槛前后的系数估计结果，可

以看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拥堵现象将愈

加严重，但是跨过门槛值后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分布

更易造成拥堵。而且，当城市规模达到门槛值后，

扩大人均道路面积、增加公交车辆供给无法达到缓

解交通压力的目的，尤其是公交车辆的增加反而会

表2 门槛效应模型显著性检验

Tab.2 Significance test of threshold effect model

H0

没有门槛效应

存在单一门槛

H1

存在单一门槛

存在双重门槛

y1

size

28.095***

(<0.001)

17.316

(0.127)

concen

33.182***

(<0.001)

11.086

(0.594)

road

31.040***

(<0.001)

13.541

(0.426)

y2

scnd

25.943***

(<0.001)

20.189***

(0.009)

thrd

30.457***

(<0.001)

13.817

(0.165)

y3

scnd

18.145**

(0.029)

16.877*

(0.079)

注：表中数值为LM检验统计量，对应括号内为Bootstrap法拟合得到的P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无

标识说明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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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加剧拥堵现象发生的可能。城市人口集中度

的作用体现在第 4、5列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

城市集中度低于门槛值 0.085时，城市规模的扩大

和城市集中度的提高都不会对交通系统造成太大

压力，但越过门槛值后人口继续增长和集中将显著

不利于疏解交通。此外，随着集中度的提高，第二、

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一定程度上增加交通系统的负

担。第6、7列给出了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对交通拥

堵效应的作用，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与

表 1 中的 OLS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但值得注意的

是，在跨过门槛值之后，继续增修道路的效果明显

下降。因此，对于拥有超大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的

城市而言，控制人口集中程度、调节中心区产业密

度、完善轨道交通设施应该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

有效方法。

其次，基于表4中第2~5列的估计结果，可以考

察第二、三产业占比的变化对大城市资源匮乏程度

的影响。根据表1中OLS回归结果可知，非农产业

占比的增加有助于集中更多资源和要素，促进城市

经济发展，丰富本地市场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

过表 4中第 2~5列的结果显示，这是一种非线性的

促进作用，随着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跨

过门槛值，其对于缓解资源紧缺的积极影响也会相

应减弱，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分别由初期的 1.015

和0.924下降到了后期的0.688和0.553。与OLS回

归结果类似之处在于，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同样证

实了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

最后，城市环境污染的致病因素较多，包括城

市规模扩大、人口分布不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道

路升级等，但大部分影响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线

性相关关系，仅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项通

过单一门槛效应模型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在表 4

第 6、7 列中给出。对比跨过门槛值前后的回归结

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对于工业化程

度不高的大城市而言，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是

城市规模、人口集中情况、行政层级，以及交通基础

设施状况。城市规模的增加、人口的集聚，无疑会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挑战；城市道路

面积通常与汽车保有量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因而人

均道路面积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尾气排放等

污染问题，相较之下，提升公共交通使用率对于保

护环境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总体而言，工业化

程度不高但行政层级较高的城市可能较少面临严

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类城市的重心是稳定增长和

表3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交通拥堵)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traffic congestion)

变量

size

concen

scnd

thrd

road

bus

level

样本量

自由度

R2

y1

size

size≤0.05

0.752***

(0.098)

0.412***

(0.093)

-0.305***

(0.118)

-0.256**

(0.122)

-0.366***

(0.086)

-0.744***

(0.377)

0.064

(0.064)

124

117

0.497

size>0.05

0.644***

(0.094)

0.587***

(0.047)

-0.300**

(0.132)

-0.158*

(0.113)

0.127

(0.440)

0.299***

(0.125)

-0.087***

(0.025)

80

73

0.552

concen

concen≤0.085

0.182

(0.110)

0.061

(0.187)

-0.320***

(0.113)

-0.296**

(0.117)

-0.850***

(0.191)

0.521**

(0.087)

0.005

(0.032)

128

121

0.427

concen>0.085

1.304***

(0.276)

0.776***

(0.093)

0.349

(0.196)

0.546*

(0.231)

-0.332*

(0.186)

-0.889*

(0.473)

0.230

(0.136)

76

69

0.467

road

road≤0.154

0.176*

(0.088)

0.514***

(0.074)

-0.377***

(0.103)

-0.320**

(0.105)

-1.762***

(0.082)

-0.562*

(0.327)

0.034

(0.036)

168

159

0.325

road>0.154

0.746**

(0.354)

1.144**

(0.620)

-1.251

(1.214)

-2.048*

(1.217)

-0.787***

(0.090)

-0.545***

(0.129)

0.049***

(0.011)

36

27

0.629

注：括号内为采用怀特修正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无标识说明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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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比如昆明、南宁等。第二，当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跨过门槛值之后，影响生

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变为城市规模、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和行政层级。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值)由初期的

0.074提高到了 0.126，并伴随着显著性水平的大幅

提升；相反，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

高同样不利于环境保护，但这种影响极其微小且不

显著。第三，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行政层

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调整为负值，并且这一估计结

果相对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重工业城市的生态环

境状况往往较差，而其中行政层级较高的城市监管

较为严格，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较高，典

型的案例包括长春、合肥等。因此，对于环境污染

较为严重的城市，控制市辖区人口规模、疏解人口

集聚密度、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加强环境监测和监

管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3 结论与讨论

影响大城市病的因素较多，其作用机制也颇为

复杂。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选择交通拥堵、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 3类大城市病的典型症状作为

实证分析的起点，先后运用OLS回归和门槛效应模

型考察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滞后、产业转型、

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结

果与目前中国大城市的发展现状较吻合，同时具备

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大城市病是一系列城市问

题的统称，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则

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

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

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人口集中分布一

定程度上会导致城市资源的短缺，但提升产业结

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都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而

且行政层级更高的大城市更容易获得资源；此外，

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

化，均显著不利于控制环境污染，并且第二、三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

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综上所述，本文的贡献在于证实了现有理论研

究的逻辑，同时基于量化指标提供了实证研究方面

的证据。根据研究结果，现有研究探讨大城市病形

成机理时提出的 4种归因论均有迹可循，近年来中

国在治理大城市病问题过程中实施的各项政策措

表4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resources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变量

size

concen

scnd

thrd

road

bus

level

样本量

自由度

R2

y2

scnd

scnd≤0.417

-0.425**

(0.160)

0.017

(0.196)

-1.015***

(0.119)

-0.458*

(0.249)

-0.338***

(0.111)

0.158*

(0.102)

-0.148***

(0.067)

39

31

0.668

scnd>0.417

0.391*

(0.188)

0.067

(0.124)

-0.688***

(0.042)

0.051

(0.103)

-0.217

(0.331)

-1.461***

(0.423)

-0.157***

(0.067)

165

157

0.314

thrd

thrd≤0.559

0.300*

(0.169)

0.032

(0.143)

-0.292***

(0.082)

-0.924***

(0.055)

-0.626***

(0.232)

-1.165***

(0.341)

-0.142**

(0.062)

161

153

0.366

thrd>0.559

-0.441**

(0.170)

0.122

(0.078)

-0.024

(0.232)

-0.553***

(0.098)

0.012

(0.220)

0.134

(0.113)

-0.083

(0.056)

43

35

0.373

y3

scnd

scnd≤0.467

0.255**

(0.122)

0.422**

(0.142)

0.074

(0.060)

0.070

(0.131)

0.369***

(0.067)

-0.259***

(0.051)

0.107**

(0.045)

52

44

0.533

scnd>0.467

0.816***

(0.113)

0.227

(0.146)

0.126***

(0.031)

0.056

(0.092)

0.202

(0.206)

0.255

(0.283)

-0.100**

(0.045)

152

144

0.327

注：括号内为采用怀特修正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无标识说明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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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也颇具针对性，包括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优

先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放计划、健全法制体系和加强企业监管等③。但需

要注意的是，大城市的发展并非千篇一律，大城市

病的突出表现也千差万别，全国层面的制度约束应

该被视作底线而非标准，制定治理方案时务必要结

合城市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采取最有效率的手段重

点解决首要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针对 3类

不同的大城市病病症可以提出以下 3点治理意见：

第一，控制市辖区人口规模，调整人口分布结构是

缓解交通拥堵的最重要措施，增加城市道路面积的

正向效果会不断递减，完善轨道交通体系可能是更

好的选择；第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吸引资

源和要素集聚，但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分布可能会

导致优质资源供不应求；第三，相对于第三产业而

言，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这种情况

随工业占比增加趋于恶化，限制市辖区人口规模、

调节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提升公共交通利用率、健

全环保制度并加大环境监管力度有助于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

但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如下不足：其一，环境

污染存在较强的跨区域特性，诸如被河北重工业城

市环绕的首都北京在治理环境问题时必须放眼整

个京津冀甚至环渤海区域，考察这一问题需要用到

空间计量方法，本文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并没有处

理相邻区域间彼此影响的问题；其二，大城市病的

产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本文分析其诱因时偏重致

病因素的宏观数据分析，对致病因素的微观结构分

析较为薄弱，如忽视了职住分离等问题，这方面的

工作仍有待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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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xisting research, typical urban probl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ffic congestion, resources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study used cross- section data of 204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2013 to build a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dex on the basis of nighttime

light data for an empirical study. First,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city size, spatial imbalance, lagg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on urban problems. Second, 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possible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urban proble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e

tha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urban problem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ince these

problems are complex.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raffic congestion are big city size and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lack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While resources shortage is

not a universal problem in most big cities, in contras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re helpful for big cities to attract and bring in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agglomerated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oth

hind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Besides, the growth in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xpansion of urban road area both can damage urban ecosystems.

Keywords: urban problems; urba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degre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nighttime light dat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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